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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6 023 份数据，实证检验非农就业经历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

响，并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非农就业经历对农民主观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认知水

平和可行能力在非农就业经历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年龄等控制变量对农民主观幸福感

的影响各异；不同非农就业经历的状态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为此，增进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应继

续完善非农就业政策，发展县域经济，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提供便利，并尊重不同就业经历农

民的差异性诉求；农民个体也应重视既往经历所带来的效应，努力提升自身认知和能力水平。 

关 键 词：主观幸福感；非农就业经历；农民；影响机制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22)02–0036–09 

 

Influence of non-farm employment experience on farm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mechanism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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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Manchester M139PL, UK) 

Abstract: Based on the 6023 data of China Comprehensive Social Survey (CGSS) in 2017, the article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experience on farm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analyzes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MOA). The results show that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experience has positive effect on farm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MOA test shows that the cognitive level and feasible ability play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in the influence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experience on farm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control variables like age have diversified 

impact on farm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differences exist in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states of non-farm employment 

experiences on farm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Hence, to enhance farmers’ subjective the happiness, it is advisable to 

continue improving th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policy, developing the county economy, facilitating the transfer of 

rural surplus labor to non-agricultural industries. Simultaneously, it will be better for individual farmers to value the effect 

of their previous experiences and endeavor to strengthen their own cognition and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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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幸福是人类孜孜不倦的追求目标。《2020 年世

界幸福指数报告》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居民幸福

指数为 5.124，位列世界第 94 位，与 2018 年相比，

居民幸福指数和排名均有所下降。在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的同时，作为反映民生的

重要指标，幸福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1]。农民主

观幸福感是其对整体生活质量评价后的主观感受，

不仅反映了其物质生活状况，也体现了其对当前生

活的满足感。 

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定义，在经济学中，常用个

体经济效用衡量[2]。目前，国内外学者从多个方面

探索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从宏观视角来看，

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稳定能够给农民生产生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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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可靠的外部保障，满足农民的物质生活所需，提

升其主观幸福感[3]，与之相反，经济危机或者经济

冲击会引起农民恐慌，显著降低其主观幸福感[4]。

除经济环境外，生态环境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也不可忽视，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提升农民主观幸

福感[5]，空气污染则会抑制其主观幸福感的提升[6]。

此外，政府治理方式、社会保障水平和农村金融发

展程度也与农民主观幸福感紧密相关[7-9]。从微观视

角而言，农民工作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就业质量

的好坏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10]，伴随机会不均等

的扩大，农民主观幸福感会进一步降低[11]。社会资

本能够加强农民群体内部的合作，其中认知型社会

资本的提高，会提升农民主观幸福感[12]。农民的年

龄、收入、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也与其主观幸福感

密切相关[13,14]。 

以往研究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

了深入研究，但非农就业经历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

影响研究较为缺乏。2019 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数据

表明，第一产业人员在乡村就业人员中所占比重逐

年降低，由1978年的92.4%降低为2018年的59.3%，

表明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或者非农产业

转移就业。非农就业经历是一种隐形财富，其是否

对农民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如果有影响，其机制

为何？为此，笔者拟基于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

查（CGSS）数据，从认知和能力两个维度分析非农

就业经历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非农就业经历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首先，非农就业经历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其主观

幸福感。与务农相比，非农就业对农民增收的效果更

加明显，从而使得农民个体效用达到较高水平[15]。在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绝对收入的增加，

在保障自身生活水平的同时，能够维持家庭生活开支，

提升农民家庭风险抵御能力，增强其主观幸福感[16]。

此外，收入的增加使得农民个人偏好和需求能更好地

得到满足，从而增强其主观幸福感。 

其次，非农就业经历强化农民心理特质，淬炼

其心智，提升其主观幸福感。心理感受是农民评估

其生活质量的重要参考，而经历对个体心理特质会

产生持续的影响[17]。与简单的务农相比，非农工作

环境更加复杂，劳动者必须面对不同文化的碰撞以

及工作压力，可能会增强农民的心理素质。农民由

农村向城市非农就业岗位转移，不可避免会遭受因

个体交流方式的差异所带来的“排挤”，产生心理

落差。非农就业经历能够提高农民面对困难时的应

对能力，不断增强抗压能力，推动农民逐渐适应城

市生活节奏，融入感进一步增强，从而提升其主观

幸福感。在不同类型非农就业经历中，创业经历更

能增强农民面对困境时所表现出的自信心，促进其

主观幸福感的提升[18]。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非农就业经历对农民主观幸福感有正向影响 

2．认知水平的中介效应 

首先，非农就业经历提升农民认知水平。认知

是个体依据其在社会上获取的各类信息，对自身、

其他个体或者事物做出的判断，具体包括人际关系

认知和社会现象认知等方面[19]。在一定经济环境下，

农民认知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农业生产行为及收

入水平[20]。个体在成年早期已经形成自己特有的社

会认知。对于一直生活在农村的居民来说，对某些

事物的认知受到传统观念、习俗和非正式制度的影

响，使得原有的社会认知面较狭窄，可能会导致农

民形成某些错误认知。非农就业经历能够改变农民

原有错误的社会认知，使其在后期生产生活中的一

些行为更贴合实际[21]。具有创业经历的农民，往往

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对风险有着清醒、理性的认

知，从而推动其认知水平的提升[22]。 

其次，认知水平的提高对农民主观幸福感会有

影响。农民认知水平不同，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及

其个人行为方式会有所差异。对于长期生活在农村

的农民而言，受农村传统小农思想和环境的影响，

容易存在“认知陷阱”，其主观幸福感相对较低。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民认知水平有所提高，更能

明辨产权稳定的优势，推动农地流转行为的发生[23]，

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其农业收入[24]，促进主观幸

福感的提升。因此，具有较高认知水平的农民，其

幸福感更强[25]。 

正如前文分析，部分农民认知水平的提高，可

能来源于非农就业经历对其认知的影响。经历就是

财富，非农就业经历能拓宽农民视野，丰富农民的

人生阅历。农民向城镇或者非农产业转移就业，以

及在不同城市之间进行迁移，不仅仅是物理距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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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变化，也是构建现代观念的过程，加速塑造和引

导其认知的改变，从而清楚地认知到自己的真实状

况，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具有非农就

业经历的农民对其目前的经济状况有更加理性的

评价和认识，能够更加客观地理解差异形成的原因，

真正体会到劳动付出能够得到公平的回报，进而提

升其主观幸福感[26]。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2：认知水平在非农就业经历与农民主观幸福

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3．可行能力的中介效应 

首先，非农就业经历提升农民可行能力。相对

而言，农村地区信息闭塞，农民接触到新知识、新

技能的机会较少，不利于农民行为能力的提升。工

作经历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相对于没有

非农就业经历的农民来说，具有非农就业经历的农

民可行能力更强[27]，即使后期农民所处的环境发生

变化，这种能力也依然存在[28]。一些研究也证实，

非农就业经历能够弥补农民在某方面能力不足的

缺陷。农民在非农岗位就业，能够提高其生产技能、

思维能力、管理能力，并强化其人际交往能力，这

种影响对先前经验匮乏的农民表现更强。如果具有

非农就业经历的农民再次返乡从事农业或非农生

产活动，他们能够将非农就业所形成的某些能力转

变为当前工作的生产经营能力，提高其收入水平。 

其次，可行能力对农民主观幸福感会有影响。

可行能力是指一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

功能性活动组合”[29]。对农民而言，其个体可行能

力的提升，可以获得更多的自由，从事其更愿意做

的事情，增强其心理满足感；还可以推动其在竞争

激烈的市场中获得谈判地位，在经济活动中占据优

势，增加其物质收入，缩小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

提升其主观幸福感。相反，可行能力的不足，面对

竞争的环境，可能会对自我发展失去信心，降低其

主观幸福感。 

正如前文分析，农民可行能力的提高，可能来

源于非农就业经历。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以获

得经济报酬为主要目的，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干

中学”的过程。对具有非农就业经历的农民而言，

为了快速适应环境，会主动加强人际交往，接受所

从事行业的规范标准，学习相应的技术和管理知识，

不断积累人生经验，逐渐形成与环境相匹配的能力，

表现为可行能力的提升[30]。其一，通过人际关系处

理能力的提升，能够为农民提供物质和信息帮助，

还可以缓解农民孤独感，促进其能够快速地融入城

市环境中，从而增强其主观幸福感[31]。其二，农民

在非农就业过程中，原有的知识体系受到挑战，为

了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农民会不断补充新知识和新

理念，建立新的知识体系，满足自身发展需要，提

升其主观幸福感[32]。另外，非农就业经历可以提升

农民的能力水平和物质收入，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可行能力在非农就业经历与农民主观幸福

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

据中心组织实施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

年的数据。调查范围涉及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共获得有效问卷 12 582 份。在剔除拒绝回

答或者回答不知道的样本的基础上，选取户口为农

村户籍的相关样本，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6 023 份。 

2．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农民主观幸福感。依据调查问卷

中设置的相关问题“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

否幸福？”将受访者的回答分为 5 个层次，分别赋

值 1~5。表 1 报告了样本农民主观幸福感情况，表

明整体上农民的主观幸福感较强。表 2 给出了主观

幸福感和其他各变量的赋值与样本统计结果。 

表 1 农民主观幸福感分布情况 

类别 绝对数 比例/% 

非常不幸福 181 3.01 

比较不幸福 545 9.05 

说不上幸福不幸福 870 14.44 

比较幸福 3 436 57.05 

非常幸福 991 16.45 

样本量 6 023 100 

 
核心解释变量：非农就业经历。依据 CGSS 的

调查问题“您目前的工作经历及状况”，根据受访

者回答“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目前务农，曾经有

过非农工作”“目前没有工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

则认为该受访者有非农就业经历，赋值为 1；受访

者回答“目前务农，没有过非农工作”“目前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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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而且只务过农”“从未工作过”，则认为该

受访者没有非农就业经历，赋值为 0。 

中介变量：认知水平包括经济地位认知和公平

感知两个方面。其中经济地位认知依据问卷中“综合

来看，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属

于哪个层次？”来衡量，受访者的回答为“下层”赋

值为 1，“中下层”赋值为 2，“中层”赋值为 3，

“中上层”赋值为 4，“上层”赋值为 5。公平感知

依据问卷中“总的来说，您认为社会公不公平？”来

反映农民的总体公平感知 ，受访者的回答为“完全

不公平”赋值为 1，“比较不公平”赋值为 2，“一

般”赋值为 3，“比较公平”赋值为 4，“完全公平”

赋值为 5。可行能力包括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和知识获

取能力两个方面。知识获取能力用学习频繁程度来

刻画，依据问卷中“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经常在空

闲时间学习充电？”来衡量，受访者的回答为“从不”

赋值为 1，“很少”赋值为 2，“有时”赋值为 3，

“经常”赋值为 4，“非常频繁”赋值为 5。人际关

系处理能力用社会交往的频繁程度来刻画，依据问

卷中“在过去一年中，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社交或

者串门？”受访者的回答为“从不”赋值为 1，“很

少”赋值为 2，“有时”赋值为 3，“经常”赋值为

4，“非常频繁”赋值为 5。 

表 2 变量定义、赋值与样本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主观幸福感 1~5  3.74 0.93 

非农就业经历 否=0；是=1  0.51 0.50 

经济地位认知 1~5  2.05 0.86 

公平感知 1~5  3.13 1.07 

知识获取能力 1~5  1.61 0.91 

人际交往能力 1~5  2.80 1.07 

性别 女=1；男=2  1.48 0.50 

年龄 连续变量/岁 49.78 16.21 

政治面貌 否=0；是=1  0.04 0.21 

婚姻状况 否=0；是=1  0.89 0.31 

受教育年限 连续变量/年  7.06 4.24 

健康状况 1~5  3.33 1.16 

房产数 连续变量/处  0.64 0.60 

拥有汽车 否=0；是=1  0.21 0.41 

 
控制变量。从农民个体和家庭两个方面选取变

量，具体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

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房产数量和汽车数量等。其

中年龄变量根据受访年份减去其出生年转化而来。

受教育年限变量根据“受教育程度”整理而来，借

鉴许海平等的研究[33]，“没有上过学”赋值为 0，

“私塾”赋值为 2，“小学”赋值为 5，“初中”赋

值为 8，“中专或高中”赋值为 11，“专科”赋值

为 14，“本科”赋值为 15，“研究生”赋值为 18。

将健康程度变量中的“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

“一般”“比较健康”“非常健康”分别赋值为 1~5。 

3．样本交叉分析 

表 3 报告了样本交叉分析结果。对 6 023 份农民

样本进行交叉分析，发现 3 061 份具有非农就业经历

样本的主观幸福感均值为 3.86，高于全样本的均值；

2 962份没有非农就业经历样本的主观幸福感均值为

3.64，低于全样本的均值。这表明具有非农就业经历

的农民幸福感要高于没有非农就业经历的农民。3 

141 份样本农民为女性，其主观幸福感均值为 3.74，

2 882份样本农民为男性，其主观幸福感均值为 3.76，

表明男女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较小。 

在农民的经济地位认知方面，从表 3 可见，随

着经济地位层次的变化，农民主观幸福感也发生变

化，表明经济地位与农民主观幸福感有着正向关系。 

表 3 样本交叉分析 

类别 主观幸福感 频数 百分比/% 

非农就业经历 是 3.86 3 061 50.82 

 否 3.64 2 962 49.18 

性别 女 3.74 3 141 52.15 

 男 3.76 2 882 47.85 

经济地位认知 下层 3.46 1 858 30.85 

 中下层 3.76 2 203 36.58 

 中层 3.99 1 779 29.54 

 中上层 4.20 172  2.86 

 上层 4.55 11  0.18 

健康状况 很不健康 3.31 387  6.43 

 比较不健康 3.51 1 197 19.87 

 一般 3.68 1 484 24.64 

 比较健康 3.87 1 922 31.91 

 非常健康 4.06 1 033 17.15 

 
在农民健康状况方面，由表 3 可见，随着农民

健康状况由很不健康向非常健康转化，其主观幸福

感也逐渐增强，表明农民主观幸福感与其健康状况

自我评价紧密相连。 

4．模型设置 

农民主观幸福感取值是 1、2、3、4 和 5，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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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离散数值属于有序变量，因此选择 Oprobit 模

型进行实证检验，方程如下： 

𝑌 = 𝑎 + 𝛽𝑇 + 𝛼𝑀 + ∑ 𝜀𝑋 + 𝜍𝑖𝑛=1         （1） 

Y代表被解释变量，为农民主观幸福感，T表示

非农就业经历变量，M 表示认知水平和可行能力变

量，X表示控制变量，a代表常数项， 𝜍𝑖代表误差项。 

为分析认知水平和可行能力分别在非农就业

经历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借鉴相关研究，

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认知水平与可行能力

在非农就业经历与农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作用机

理。构建以下回归模型： 

iiiiii XbTcVY 1111 +++=              （2） 

iiiiii XbTaVM 2222 +++=            （3） 

iiiiiiii XbMdTcVY ++++= 333 '      （4） 

其中，Y 表示农民主观幸福感变量，T 表示非

农就业经历变量，M表示经济地位认知、公平感知

和人际交往能力、知识获取能力变量，i表示不同的

农民，X是控制变量，V是常数项，ε 表示随机干扰

项，a、b、c、c、、d为回归系数。接着，采用 Oprobit

模型完成（2）至（4）方程的检验，并按照逐步回

归的方式进行。第一步，检验式（2）系数 c，如果

显著，继续进行第二步检验，反之，如果不显著，

则中介效应检验终止；第二步，检验式（3）系数 a；

第三步，检验式（4）系数 c
、和 d。 

四、实证研究及其结果分析 

1．基准回归 

本研究运用 Stata15 软件，采用 Oprobit 模型分

析非农就业经历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表 4 报

告了实证检验结果。在进行实证检验之前，首先进

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 MaxVIF=2.03，

MinVIF=1.00，MeanVIF=1.26，最大的 VIF 明显小

于 10。可见，解释变量之间没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问题。 

表 4 非农就业经历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回归结果 

 （1） （2） （3）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非农就业经历 0.146*** 0.033 0.111*** 0.033 0.107*** 0.033 

经济地位认知 - - 0.223*** 0.017 0.223*** 0.017 

公平感知 - - 0.033*** 0.013 0.032*** 0.013 

人际交往能力 - - - - 0.035*** 0.013 

知识获取能力 - - - - 0.029* 0.015 

性别 -0.097*** 0.030 -0.063** 0.031 -0.061* 0.031 

年龄 0.009*** 0.001 0.008*** 0.001 0.008*** 0.001 

政治面貌 0.175** 0.071 0.136* 0.071 0.137* 0.071 

婚姻状况 0.045 0.051 0.025 0.051 0.025 0.052 

受教育年限 0.017*** 0.004 0.014*** 0.004 0.014*** 0.004 

健康状况 0.219*** 0.013 0.189*** 0.014 0.189*** 0.014 

房产数 0.053** 0.025 0.043* 0.025 0.044* 0.025 

拥有汽车 0.209*** 0.036 0.148*** 0.037 0.145*** 0.037 

R2 0.0303 0.0416 0.0424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限于篇幅，未报告分割点。下同。 

 
首先，非农就业经历能够提升农民主观幸福感。

表 4 的第（1）至（3）列采取逐步回归的方法验证

非农就业经历和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可见，非

农就业经历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146、0.111 和 0.107，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

检验，且均为正向，表明非农就业经历能够提升农

民主观幸福感。这验证了 H1。正如前文分析，农民

具有非农就业经历，能够丰富知识体系，改变社会

认知，强化心理特质，进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此

外，非农就业经历还可以发挥能力效应，提升其主

观幸福感。 

其次，经济地位认知和公平感知对农民主观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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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感的提升产生正向影响。具体来看，第一，从第（2）

和第（3）列的回归结果看，经济地位的认知对农民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

验，系数均为 0.223，且为正向。个体与个体之间的

收入比较，不仅影响个人的经济行为，还会对其主观

幸福感产生影响。对于一直务农的农民来说，其经济

地位的比较范围主要在农村，比较的对象则是周围

的农民，因比较范围和对象的限制，对其经济地位的

认知可能存在偏差。非农就业经历能扩大农民比较

范围，对自身经济地位的清楚认知能够促进其主观

幸福感的获得。第二，从第（2）和第（3）列的回归

结果看，公平感知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系数分别为 0.033 和

0.032，且为正向，表明农民对公平感知越清楚，对

其主观幸福感的促进作用越强。“不患寡而患不均，

更患不公”，反映个体对公平的追求，即使存在收入

差距，只要有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就能够提高农民

的公平感知。公平感知是农民对社会资源分配方式

和结果的一种感受，涵盖了权利、就业、教育和收入

等方面，影响着其主观幸福感。 

再次，人际交往能力和知识获取能力的提升有

利于提升农民主观幸福感。第一，从第（3）列的回

归结果看，人际交往能力在 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

性检验，影响系数为 0.035，且为正向，表明人际交

往能力提升能够增强农民主观幸福感。究其原因，

可能在于，对于外出就业的农民而言，农民与城市

居民之间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农民交流，文化差异

会增加彼此沟通的困难，进而影响其工作效率；而

如果外出就业的农民人际交往能力越强，发生信息

不对称的概率也就越低，就能更有效地进行信息传

递，使农民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也能促进农民能

够快速地融入城市环境。第二，知识获取能力在 10%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影响系数为 0.029，且为

正向，表明知识获取能力能够增强农民主观幸福感。

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对于个体而言，知识的获取

是个体成长过程中一项重要的技能，不间断地获取

知识能够帮助外出就业的农民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带来的挑战，增强其个人自信感和身份认同感，提

升其主观幸福感。 

最后，控制变量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各异。

从第（1）至第（3）列的回归结果看，农民性别、

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房产数

和家庭拥有汽车数量等变量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

响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在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上

有所差异。表明控制这些变量，也能提升农民主观

幸福感。 

2．作用机制检验 

表 5报告了非农就业经历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借鉴经典的研究方法，采用逐

步回归的方式检验经济地位认知、公平感知、人际

交往能力和知识获取能力在非农就业经历与农民

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作用机制。其中，第一步和第三

步已在表 4 中完成，因此，表 5 仅报告第二步检验

结果。回归结果显示，非农就业经历对农民经济地

位认知和公平感知产生显著影响，表明非农就业经

历有助于改变农民的经济地位认知和公平感知。另

外，非农就业经历对农民人际交往能力和知识获取

能力的影响在 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

非农就业经历能够促进农民能力提升。依据前文模

型设置的分析，表明经济地位认知、公平感知、人

际交往能力和知识获取能力变量在非农就业经历

和农民主观幸福感中起到部分的中介效应，这验证

了 H2和 H3。 

表 5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经济地位认知 公平感知 知识获取能力 人际交往能力 

非农就业经历 0.213***（0.003） 0.088***（0.032） 0.078**（0.036） 0.065**（0.03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2 0.0462 0.0011 0.0021 0.0012 

 
3．稳健性检验 

首先，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表 6 报告了非农就

业年限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结果。以农民

非农就业年限变量代替非农就业经历变量，再次进

行回归检验，结果表明，非农就业年限在 1%的水平

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与表 4 的检验结果一致，表明

非农就业经历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结果具有

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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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非农就业年限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非农就业年限 0.004*** 0.001 

经济地位认知 0.222*** 0.017 

公平感知 0.034*** 0.013 

知识获取能力 0.029* 0.015 

人际交往能力 0.035*** 0.01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R2 0.0423 

样本量 6023 

 
其次，替换被解释变量再估计，回归结果见表

7。借鉴崔巍等的研究[34]，用生活满意度变量替换主

观幸福感变量，依据调查问卷设置“您对您的生活

状况感到满意吗？”受访者回答“非常不满意”赋

值为 1，“不满意”赋值为 2，“无所谓满不满意”

赋值为 3，“满意”赋值为 4，“非常满意”赋值为

5，其均值为 3.64。回归结果显示，非农就业经历在

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也表明非农就业经历

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 7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非农就业经历 0.209*** 0.059 

经济地位认知 0.295*** 0.032 

公平感知 0.069*** 0.024 

知识获取能力 0.041* 0.025 

人际交往能力 0.051** 0.02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R2 0.0470 

样本量 1 793 

 
4．内生性检验 

非农就业经历能够提升农民主观幸福感，但可

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即农民为了获得幸福感而从

事非农工作，由此出现内生性问题，导致研究结果

存在偏差。为降低内生性问题影响研究结果的可能

性，本研究采取内生性与拓展回归模型（ERM）对

非农就业经历影响农民主观幸福感进行准确估计，

以解决内生性问题。 

为解决这一问题，选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程

度”①作为农民是否具有非农就业经历的工具变量。

参考田红宇等的研究[35]，用“农村从业人员中二三产

业从业人员数量和农村从业人员数量之比，表示农

村劳动力转移程度”。理论上，工具变量必须满足相

关性和外生性的特点。从相关性来讲，“农村劳动力

转移程度”所呈现的是一个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情

况，一个地区农村劳动转移程度越大，表明农民具有

非农就业经历的可能性就越大；从外生性角度来看，

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很难直接影响农民主观幸

福感。因此，从逻辑上讲，“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

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特点。表 8 的内生性检验结果

表明，非农就业经历在 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非农就业经历可以提高农民主观幸福感的结果

具有稳健性。 

表 8 内生性检验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非农就业经历 0.072*** 0.004 

经济地位认知 0.215*** 0.019 

公平感知 0.031** 0.013 

人际交往能力 0.034*** 0.013 

知识获取能力 0.029* 0.015 

常数项 0.414 0.00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Wald F 统计值 631.85  

 
5．进一步分析 

首先，非农就业经历的异质性影响。表 9 报告

了非农就业经历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异质性分析

结果。基于样本数据，3 061 份样本农民具有非农就

业经历，由于农民个体差异，不同农民的非农就业

经历状态也有所差异，体现的主观幸福感也会有所

差异。基于此，依据调查问卷中“您的工作经历及

状况”的选项，“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目前务农，

曾经有过非农工作”“目前没有工作，曾经有过非

农工作”，进一步分析非农就业经历的异质性影响，

可以得出如下结果：“目前从事非农工作”对农民

主观幸福感在 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目前

务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在 1%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目前没有工作，曾经

有过非农工作”对农民主观幸福感没有通过显著性

检验。 

表 9 非农就业经历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类别 系数 标准误 

目前从事非农工作 0.164*** 0.037 

目前务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 0.194*** 0.054 

目前没有工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 0.072 0.048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R2 0.306 

 
其次，年龄的异质性影响。表 10 报告了不同年

龄下非农就业经历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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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由于在不同年龄农民个人经历丰富程度有所

差异，参考相关研究，将样本农民年龄分为 30 岁以

下、31~60 岁和 61 岁及以上等 3 个阶段。回归结果

显示，年龄在 30 岁以下的样本农民，非农就业经历

对其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经济地位认知和知

识获取能力也均产生正向影响，可能原因在于青年

进入非农就业行业的时间较短，既往工作经历对其

影响较小。年龄在 31~60 岁的样本农民非农就业经

历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

性检验，经济地位认知、公平感知、人际交往能力

和知识获取能力分别在 1%、10%、5%和 10%的水

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年龄在 61 岁及以上的样本

农民非农就业经历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均在 1%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原因在于，随着农

民年龄的增加，所谓“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

知天命”，农民生活阅历越丰富，非农就业经历对

其价值观以及社会认知影响越深，越能理性地看待

周围事物，增强其主观幸福感。 

表 10 不同年龄下非农就业经历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回归结果 

 30 岁以下 31~60 岁 61 岁及以上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非农就业经历 0.216** 0.094 0.107*** 0.042 0.202*** 0.068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930 3 330 1 763 

R2 0.0324 0.0532 0.0404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6 023

份数据，探讨非农就业经历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

响。通过数据描述性统计发现，大部分（73.5%）农

民认为其生活是幸福的，说明农民主观幸福感较强。

样本的交叉分析发现，具有非农就业经历的农民主

观幸福感要强于没有非农就业经历的农民。进一步

采用 Oprobit 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非农就业经历能够增强农民的主观幸福

感；经济地位认知、公平感知、人际交往能力和知

识获取能力的提升，对农民主观幸福感有着不同程

度的正向影响。非农就业经历能够通过增强农民的

经济地位认知、公平感知以及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和

知识获取能力，对农民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进一

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不同非农就业经历的状态对

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年龄等控制变量

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各异。通过分别采取替换

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

验，以及选取工具变量，采用 ERM 模型进行检验，

发现研究结论是稳健的。基于以上结论，可以得到

如下启示： 

首先，必须持续完善非农就业政策。比如，进

一步推进包容性户籍制度改革，为愿意在城市落户

的农民提供便利；继续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推动放开外省户籍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

保的户籍限制，切实维护农民工利益，提升其主观

幸福感。同时，创新和完善支持农民返乡创业的政

策体系。加大财政等配套支持力度，在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加大力度引导具有非农就业经

历的农民返乡就业创业并搭建平台，为其在农村展

示非农就业经历所积累的才能提供广阔的空间。其

次，要发展县域经济，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

业转移就业提供便利。县域城镇化链接县城和乡村，

推进县域城镇化建设，不仅能够诱导农村剩余劳动

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缓解农村压力，促进农民增收，

提升农民的主观幸福感，还利于城乡经济融合发展，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提升农民

的主观幸福感。更为重要的是，县域城镇化为农民

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增进了可

能，有利于提升农民的主观幸福感。最后，农民自

身也应利用非农就业机会，不断提升自我认知和能

力水平，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确立正确的幸福观，

让生活更加美好。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各省市 2017 年度

《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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